从有限妥协到强硬控制：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研究（1968-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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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8年发生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终止“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并推行符合苏联预期的“正常化”措施。究其实质，在于苏、捷之间就“布拉格之春” 改革性质和“正常化”进程有着难以调和的理解和判定分歧。僵化的政治体制迁延至对外政策，使苏联仍无意改变自斯大林时期既定的对东欧国家的传统控制模式。但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抗程度可以看出，苏联的军事干涉并不再始终具备政治合法性，不能持续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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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8251487]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通过实证方法详细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可发现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侧重点在于研究“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过程。[footnoteRef:1]对“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过程的研究固然意义重大，但对苏联侵捷后到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正常化”这段过渡时期苏联对捷政策演变的探讨也不应忽视。通过对过渡时期苏联对捷政策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微观视角深化对苏联由军事入侵转向政治干预过程的理解，进而从宏观视角增进对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的认知。随着俄文档案的大量解密，本文尝试从苏联的角度，通过对大量原始俄文档案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footnoteRef:2]以期还原出过渡时期的苏联对捷政策演变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1:  Gordon.H.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Vladimr.V. Kusin, From Dubč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8；Ivan Svitak, The Czechoslovak experiment, 1968-19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Galla Golan , Reform rule in Czechoslovakia; the Dubček era, 1968-1969,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Karen Dawisha, The Kremlin and the Prague spring,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Kieran Williams,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Kenneth N. Skoug,Jr, Czechoslovakia's lost fight for freedom, 1967-1969: an American embassy perspective, Lond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1999；马细谱：《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郭翠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岁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  [2:  主要包括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РГАНИ）、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和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中央档案馆（ЦАФСБРФ）等档案机构相关馆藏档案，以及真理报数字化过刊（Правда）。] 

一、苏捷《莫斯科议定书》的签订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中央全会宣布，由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杜布切克的主持下，捷共选举并产生了以改革派占主导的新的主席团和书记处。在这一基础上，以《行动纲领》的发布为标志，捷克斯洛伐克上下开始掀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全面变革。在改革之初，苏联就密切关注着捷克斯洛伐克态势的进展，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道越来越敌视这场改革运动。在多次的苏捷双边谈判、华约六国多边谈判未果后，勃列日涅夫最终决定于同年8月20日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侵捷之时，捷共中央正在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对“十四大”报告稿的修改。会议进行到晚间，切尔尼克总理紧急向主席团通报了由国防部长楚尔传达的关于华约五国正在侵入捷境的消息。随后，主席团与斯沃博达总统一道共同商议并发布了由捷共中央书记姆林纳日拟定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书》，呼吁全体公民、军队和公安部队等务必保持冷静，不要进行抵抗。[footnoteRef:3]会议以对该声明的投票表决结束。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等7人投了赞成票，比拉克等4人投了反对票；大多数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表示支持，而非主席团成员的英德拉等3人则表示“不赞成将入侵视为违反《华沙条约》和国际法律准则”。[footnoteRef:4]由此可见，改革派直至此时还在捷共领导层中占据着大多数。苏联一心想要扶植的以英德拉、比拉克等人为首的“健康力量”实力仍然弱小，故而此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由军事干涉转向直接性的政治操控尚难实现。 [3:  Marx—Wagenlehner (Hg.). Das tschechische Schwarzbuch. S. 15-16.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277-278.]  [4:  Vladimr.V. Kusin, From Dubč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8, p.18.] 

在苏联驻捷使馆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苏联部队迅速封锁捷共中央大楼，控制住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一众捷共领导人，并于次日将他们分别辗转押送至莫斯科。在他们被扣押同日，比拉克作为由捷共亲苏分子“推选”的代表前往布拉格饭店开会。苏联驻捷大使切尔沃年科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成立“工农革命政府”来稳定捷克斯洛伐克局势[footnoteRef:5]，但碍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比拉克等人变相承认主动邀请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作罢。[footnoteRef:6]苏联只得决定暂时由比拉克等主持捷共中央工作，英德拉代替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22日，切尔沃年科前往总统府要求斯沃博达批准捷共中央和政府新成员的名单，但斯沃博达拒绝签字，并要求前往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谈判。得不到总统的首肯，新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苏联不得不向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暂时的有限妥协，走上了谈判桌。 [5:  Karen Dawisha, The Kremlin and the Prague spring,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323-324.]  [6:  英德拉、比拉克等人曾在苏联的授意下于8月13日写信给苏共中央，表示“鉴于我国严重的政治形势，我们请求贵国的党政机关以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全力支持和帮助。只有这样，我国最终才能摆脱反革命的威胁”。参见Vladimr.V. Kusin, From Dubč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8, p.18.] 

1968年8月23至2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正式谈判在莫斯科举行。最初是由斯沃博达、胡萨克、比拉克等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展开谈判，但斯沃博达坚持让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加入会谈。在谈判无实质进展的情况下，苏联只得予以让步，准许他们参加会谈。会谈重新开始后，苏捷双方就讨论草案争论不休，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胡萨克态度的转变就对僵持局面的打破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他们均对苏联的意见表示被动性同意。[footnoteRef:7]最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被迫在苏联拟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谈判议定书》（以下简称《莫斯科议定书》）上签字。 [7:  [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 新征译：《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РГАНИ. Ф.10. On.1. Д.250. Л.1-36. Подлинник.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298-313.] 

《莫斯科议定书》是苏联通过武力和恐吓强加给弱小一方的极不对称的典型案例，其主要内容是：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开展“正常化”工作；重新对大众媒体施以严格控制；加强捷克斯洛伐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合作等等。[footnoteRef:8] [8:  Karen Dawisha, The Kremlin and the Prague spring,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331-332.] 

苏联在此次博弈中看似占尽优势，其实不然。他们在与捷克斯洛伐克缔结协定的过程中也曾做过有限妥协。根据会后发表的《苏捷会谈公报》所言，苏联不再强调入侵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反革命”，也不再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返回到1968年1月之前的发展道路上。[footnoteRef:9]至于入侵部队，其他华约国家部队根据《莫斯科议定书》相继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仅允许苏联部队留驻。苏联之所以作出如上妥协，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囿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在苏捷谈判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共产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做出过激行为，但纷纷提出了强烈抗议，这多少让苏联背负了一些压力；第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亟需缔结协定；第三，苏联国内出现许多异见言论。许多人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示忧虑甚至是反对，使苏联迫切想要为他们展示缔约后友好的社会主义兄弟形象。[footnoteRef:10] [9: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199. Л.6-10. Подлинник.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226-228.]  [1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苏共莫斯科市委关于莫斯科市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的通报》（1968年8月21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 ] 

[bookmark: _Toc68251488]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相关局势判定方面的些许退让，苏联还在人事方面作出了妥协，允许杜布切克仍然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这当然不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有所留恋，而是苏联需要杜布切克回国主持 “正常化”工作。因为“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也许会选到比杜布切克更糟的人。”[footnoteRef:11] [11:  РГАНИ. Ф.10. On.1. Д.250. Л.1-36. Подлинник.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298-313.] 

二、苏联国内外的抵制行动及应对措施
“正常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意指匈牙利在被苏联镇压之后回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恢复党对国家完全控制的过程。[footnoteRef:12]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则最早出现在《莫斯科议定书》之中。《莫斯科议定书》关于撤军问题达成的初步协议如下：第一，盟军不应干涉国家内政；第二，应使盟军分三个阶段逐步完成部队的撤离；第三，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已经控制局势的城市和村庄撤军；第四，将盟军撤至该国西部边界；第五，最终实现完全撤军。[footnoteRef:13]根据《莫斯科议定书》，只有在国内局势得到控制和巩固后，苏联撤军一事才会提上日程。换言之，可将苏联撤军视为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正常化”的标志。因此在这一政治先决条件下，杜布切克的工作重心开始由改革转移到贯彻《莫斯科议定书》上来，以尽早实现国内局势的“正常化”和苏联撤军。为此，捷共主席团将姆林纳日等改革派领导人撤职，重启新闻报刊审查制度，以及将重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实现联邦化一事提上日程。 [12:  郭翠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岁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第96页。有西方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后干预主义缺乏本土合法性的情况下，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密切监督以恢复威权主义。该外国势力保留最高仲裁和解释的特权，但更愿意通过其国内代理人开展工作。它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消除作为政治力量的改良主义，二是使一个建立在旧的改革前原则基础上的新政权合法化。”参见Vladimr.V. Kusin, From Dubč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78, p.145.]  [13:  ЦАФСБРФ. Ф.79. Оп.1. Д.32. Л.38-63.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156-169.] 

尽管杜布切克要求民众冷静下来，但针对苏联部队的反抗活动仍呈愈演愈烈之势。经由克格勃捕获的消息显示，在短短几日间出现了多起武装袭击苏联士兵的案件。[footnoteRef:14]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行为的报道被克格勃源源不断地通报至苏共中央，使得苏联开始有意识地采取舆论反制措施。从8月21日至30日，大量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宣传材料、长时段的电台广播和电视直播等都被送进了捷克斯洛伐克。[footnoteRef:15]进入9月份，苏联开始注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攻势。苏共中央政治局责成《消息》新闻社以多语种出版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力量活动的《白皮书》，用以“揭示反革命阴谋的准备和性质，揭露反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footnoteRef:16] 并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形成决议，要求相关各部持续改善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治宣传。[footnoteRef:17] [14:  ЦАФСБРФ. Ф.79. Оп.1. Д.20. Л.86-108.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180-194.]  [15:  РГАНИ. Ф.5. Оп.60. Д.25. Л.171-172. Подлинник.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330-331.]  [16:  РГАНИ. Ф.4. Оп.19. Д.118. Л.84.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179-180.]  [17: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03. Л.2-3. Подлинник.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199-200.] 

为了抑制国内外的反对言论，苏联很快就炮制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试图重新建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9月26日，评论家科瓦廖夫在《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与国际义务》的文章，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措施，不会受到别国过问。但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受到威胁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footnoteRef:18]他的文章赋予了苏联对于主权问题新的内涵，可以视作“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雏形，直接目的就是为苏联的军事入侵作辩解。究其深意，是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外显，实际上就是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接受苏联的领导，而不能够随意背离或突破苏联所规划的既定路线或边界。 [18:  Правда：No.270, September 26, 1968, p.4.
Persistent URL: https://dlib.eastview.com/browse/pdf-download?articleid=21699472 (2021.01.05).] 

随着克格勃和苏联驻捷使馆源源不断地向苏共中央传回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反抗消息，苏联对杜布切克巩固国内态势的进展越来越失去耐心。1968年10月3日至4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飞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展开会谈。勃列日涅夫强烈批评捷共领导层没有大力推行“正常化进程”，并且还试图歪曲“正常化”的概念，将盟军从该国领土上的撤出视作正常化的完成。他指出捷共领导层对现时所发生的事件及该国缓慢的“正常化”进程负有责任，包括杜布切克作为捷共第一书记的个人责任。[footnoteRef:19]面对苏共代表团咄咄逼人的态势，杜布切克只得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遵守《莫斯科议定书》，加强与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媒体完全为社会主义服务。[footnoteRef:20]作为回报，苏联同意在会后发布的《苏捷会谈公报》中列入“经双方商定，各国政府将考虑和签署一项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部署盟军，并将逐步进行撤军”这一条款。”[footnoteRef:21]杜布切克将撤军问题放在首位，为此不惜向苏联作出重大让步，因此苏联将此次莫斯科会谈视作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19: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11. Л.52-57.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351-355.]  [20: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10. Л.57-58.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265-267.]  [21:  Там же.] 

[bookmark: _Hlk66232065][bookmark: OLE_LINK7]一俟苏联作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正走向新阶段的判断，撤军一事便立即提上日程。10月1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前往布拉格，与捷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双方约定：除苏联军队外，盟军需要在两个月内逐步撤离捷境。但为了“应对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和“加强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能力”，部分苏联军队将长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界。[footnoteRef:22]该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长期没有苏联军队驻扎的历史，为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长期留驻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捷共高层认为这在撤军议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强调“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军队的驻扎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将撤回至兵营和其他军事地区。”[footnoteRef:23]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苏联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被无限期地推迟，则象征着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的屈服与失败。据苏联驻布拉格军事卫戍司令部观察：仅就布拉格一地而言，条约签署后，布拉格市民对苏联军人的态度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footnoteRef:24]虽然捷共采取了许多使局势转向“正常化”的措施，但根本无力安抚民众对苏联的敌视情绪。这终于使苏共高层越来越认为杜布切克执行“正常化”不力，产生了替换捷共领导人以加快“正常化”进程的想法。 [22:  曹宏：《严寒扼杀“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始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0页。]  [23:  Marie Černá, “‘You Have to Fight the Struggle Yourselves’: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Soviet Army and Its Local Allies in ‘Normalization’ of Czechoslovakia (1968–1969) ,” Cze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VII (2019), p.111.]  [24:  ЦАФСБРФ. Ф.67. Оп.11. Д.199. Л.244-248.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313-315.]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反对态度也很难被苏联所忽视。在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对入侵事件作出特别强烈地反应。但由于苏联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北约却未能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故而在震惊之余，北约开始增强建构大西洋和欧洲整体性防卫的力度，其动作之一就是使法国正在逐渐脱离北约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footnoteRef:25]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部分国家都对苏联的入侵持支持态度，但仍有少部分国家例外。南斯拉夫联邦总统铁托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就曾在会谈中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并非是反革命的。[footnoteRef:26]阿尔巴尼亚则因此事件与苏联交恶，再加上对苏联减少援助的长期不满情绪，更是于此后不久退出华约组织。 [25:  LBJ Library. Folder “CO 92 Germany (1967-1968)”. Box 8. Papers of LBJ, President 1963—1968. Confidential File. Подлинник.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339-340.]  [26:  РГАНИ. Ф. 5. Оп. 60. Д. 271. Л. 51-55.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334-337.] 

至于苏联国内，异见声音也不绝于耳。8月25日，利特维诺夫、博戈拉兹—勃鲁克曼等人在红场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在广场上张贴了大量印有“动手吧，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等标语的海报，许多文化界和科学界人士受到鼓舞并加入其中。[footnoteRef:27]警察迅速对他们实施批捕，并以“故意散布虚假消息致使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蒙羞”等两项罪名分别判处他们以短期监禁和流放。[footnoteRef:28]9月10日，英国BBC报导了近百名苏联作家谴责和指控苏联等国入侵行动的匿名评价。克格勃对此予以还击，要求“迅速采取措施”以确定嫌疑作者。[footnoteRef:29] [27:  РГАНИ. Ф. 89. Оп. 25. Д. 32. Л. 1-2.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200-201.]  [28:  РГАНИ. Ф. 89. Оп. 25. Д. 32. Л. 6-7.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203-204.]  [29:  РГАНИ. Ф. 5. Оп. 60. Д. 60. Л. 200. 收录自Зданович А.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события 1968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КГБ и МВД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0, с.233-234.] 

有鉴于此，勃列日涅夫于11月1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勃列日涅夫讲话》一文，试图完整阐述科瓦廖夫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并更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主要观点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其主权有限。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任何势力将某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分裂出去。[footnoteRef:30] 这两套理论的实质就是限制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为推行霸权主义找补理论依据。这根本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 [30:  Правда：No.318, November 13, 1968, p.3. 
Persistent URL: https://dlib.eastview.com/browse/doc/21704298 (2021.01.08)；
Правда:No.318, November 13, 1968, p.6. 
Persistent URL: https://dlib.eastview.com/browse/pdf-download?articleid=21704293 (2021.01.08).] 

三、捷共高层的撤换与“正常化”进程
“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提出，为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提供了单方面的法理依据。既然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改革派领导人执行“正常化”不力，苏联即决定直接插手捷共党内的机构改组和人事变动，扶植捷共保守派领导人胡萨克上台以推进“正常化”进程。
11月14日至17日，捷共中央召开十一月三中全会。苏联全程参与了全会讨论，并持续在莫斯科远程发号施令。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切尔尼克和胡萨克发表了腔调一致的连续讲话。切尔尼克将1968年概括为最积极的一年，但他谴责了“失控”和“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思想”，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国家不会允许“反社会主义情绪”在大街上出现。胡萨克则进一步声称：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自由在于发现限制”。[footnoteRef:31]苏共中央于11月16日向苏联有关各部下发了针对8月军事行动的参考消息，指出“由于过去的错误和妄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彻底背叛的负担太重”，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层显然无权奉行新政策。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项广泛的计划，在批评杜布切克的政策时引入一些新的、建设性的因素，使尽一切手段来分化和瓦解杜布切克的权力。[footnoteRef:32]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将杜布切克召至华沙，迫使其同意对捷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后，即命令主席团审议并通过了设立由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胡萨克、斯特劳加尔等8人组成捷共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动作得到了苏联的肯定，认为捷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作出的决定原则上符合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可以成为该党进行正常化的合适基础。[footnoteRef:33]这实际上成为苏联开始释放关于撤换捷共高层领导的信号。 [31:  Karen Dawisha, The Kremlin and the Prague spring,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78.]  [32:  РГАНИ. Ф.5. Оп.6. Д.776. Л.128-144.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392-400.]  [33: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24. Л.27, 72-79；Ф.3. Оп.68. Д.937. Л.81-82.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328-333.] 

通过选择性地频繁“宣召”捷共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谈来显示莫斯科的亲近和疏离，成为了苏联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的惯用伎俩。11月16日，根据苏联在华沙非正式会谈中所提出的要求，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姆林纳日辞去党内一切领导职务。[footnoteRef:34] 12月7日至8日，苏共和捷共在基辅举行非正式会谈，斯姆尔科夫斯基再次没有得到苏联的邀请。鉴于联邦化将在196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就成为了基辅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胡萨克在会谈中表示，由于捷总统和议会主席都是捷克人，因此“最好有斯洛伐克人”。[footnoteRef:35]苏联本身就对斯姆尔科夫斯基怀有强烈不满，认为斯姆尔科夫斯基实际上已成为右翼力量的标志。[footnoteRef:36]他们对胡萨克关于替换议会主席人选的要求持赞成意见，但此时这一决定尚未付诸实施。 [34:  ［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 新征译：《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89页。]  [35: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24. Л.27, 72-79；Ф.3. Оп.68. Д.937. Л.81-82.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328-333.]  [36:  РГАНИ，Ф.3, Оп.72, Д.243, Л.8, 71-76.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468-472.] 

促成斯姆尔科夫斯基加速失势的契机，是12月末一本名叫《布拉格七日》的书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方国家的大范围传播。该书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为了与苏联在8月份出版的《白皮书》相对抗，封面被特意制成了纯黑色，因此又被称作《黑皮书》。苏联就《黑皮书》的出版和发行向捷共提出了强烈抗议，并断定这是斯姆尔科夫斯基背后所为，威胁推迟解决他的问题“将会有意或无意地导致局势恶化”。[footnoteRef:37]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实行联邦制，成立了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胡萨克得以借此机会，要求根据“民族平等”原则，改选斯洛伐克人担任联邦议会主席一职。斯姆尔科夫斯基只得在1月5日被迫辞去议会主席的职务，自此便脱离了捷共领导核心。  [37:  РГАНИ, Ф.3. Оп.72. Д.228. Л.48; Оп.72. Д.229. Л.90-98; Оп.68. Д.950. Л.55.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382-387.] 

苏联在除去斯姆尔科夫斯基之后，认为正常化进程已不再受到阻碍，缓和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再次成为可能。1968年末至1969年初，苏共代表团应邀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访问，实地考察了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城市，得出“苏共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逗留是有益的，两党传统伙伴关系的延续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一结论。[footnoteRef:38]为此，苏联开始考虑向捷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和进一步撤军谈判问题。1月14日，苏联批准了去年年末在捷举行的关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合作的谈判结果。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受到了强烈的通货膨胀趋势的影响，苏联要求工业部委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企业加强援助力度，缓解其大宗工业产品的短缺情况。[footnoteRef:39]同日，苏联外交部和国防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苏联军队在某地的临时驻留条件达成协议。[footnoteRef:40] [38:  Rude parvo, 1 January 1969. 收录自Сванидзе К.Н.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61-1971，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75，с.317-318.]  [39:  РГАНИ，Ф.3, Оп.22, Д.228, Л.3.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393-400.]  [40:  РГАНИ，Ф.3, Оп.72, Д.228, Л.12; Оп.68, Д.916, Л.188-190.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400-402.] 

[bookmark: _Hlk66232272]然而，苏联谋求与捷克斯洛伐克缓和关系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捷民众的感激，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下台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反抗精神。1月16日，年轻的查理大学学生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为呼吁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而自焚身亡，数十万民众为他隆重举行了葬礼。18日至20日为期两天的学生示威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自1968年11月以来相对平静的时期，帕拉赫的“殉道”似乎为捷克斯洛伐克青年指明了新的反抗方向。此后短短数周，又发生了多起抗议苏联占领的自焚行为。苏联对于这些悲惨事件的发生无动于衷，仅仅“对年轻人的鲁莽行为表示遗憾”。[footnoteRef:41]而超离出事件本身，苏联又重新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进行评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1月23日致信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表示一系列的自焚案件正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重新具备起危险的政治特征。[footnoteRef:42]杜布切克面对苏联的指责，却不愿再次命令警察镇压反苏抗议和游行，也没有同往常一样发表谴责性的公开声明。[footnoteRef:43]苏联对杜布切克越来越失去耐心。 [41:  РГАНИ，Ф.3, Оп.72, Д.234, Л.22; Оп.72, Д.235, Л.11-13; Оп.72, Д.223, Л.7.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406-410.]  [42:  Там же.]  [43: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43. Л. 8,71-76.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468-472.] 

2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命令切尔沃年科拜访捷共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提请捷共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地围绕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法律草案的规定所开展的运动。苏联认为“右派修正主义势力”正试图通过执行社会主义企业法草案的条款，将工会转化为“反对派政治力量”。为了使捷共“不至丢失管理国家经济的权力”，勃列日涅夫要求杜布切克采取积极措施，驱逐工会中的右翼代表以“保证党的领导”。为了使措施得到坚决执行，他还特地向胡萨克传达了要求其率领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洛伐克中央工会委员会尽力促成此事的意见。[footnoteRef:44] [44: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41. Л. 11-14.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406-408.] 

紧随其后出现的泄密事件，让苏联对杜布切克的忍耐到了极限。2月26日，《维也纳周报》刊登了1968年8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苏联把新账旧账一并清算[footnoteRef:45]，通过切尔沃年科向捷共提出了严正交涉，表示不断泄漏的机密信息将会给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带来更多麻烦。[footnoteRef:46]在向民主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通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苏联首次将杜布切克的名字与“右翼修正主义势力”联系起来。[footnoteRef:47]由此可知，苏联已经下定决心要撤换杜布切克了。 [45:  1968年10月14日，西德杂志曾刊发了苏联部长会议代表库兹涅佐夫与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68年9月11日的谈话记录；在1969年1月份遭到驱逐的《纽约时报》驻布拉格记者塔德·舒尔茨曾通过中间人获得了有关捷共主席团活动的部分重要资料，并声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料将会予以出版。]  [46: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44. Л. 70.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408-409.]  [47:  РГАНИ. Ф. 3. Оп. 68. Д. 991. Л. 160.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475-480.] 

3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击败苏联冰球队。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多地的人们走向街头庆祝这一胜利，但狂欢很快就演变成激烈的反苏活动，苏联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馆、苏军司令部均遭到了示威者不同程度的冲击。苏联立即派遣国防部长亲赴布拉格进行交涉，并代苏共中央随信给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信中使用了自入侵以来最为严重的措辞，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再次出现新的反苏挑衅和对苏联机构及军事驻所的攻击，苏联将被迫采取“有效”措施。苏联有权决定这些措施的性质，而这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以预防和制止敌对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蔓延。[footnoteRef:48] [48: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50. Л. 6-10.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68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0, с.411-415.] 

令苏联稍显满意的是，斯沃博达、切尔尼克、胡萨克和斯特劳加尔等大部分捷共领导人完全站在了苏联一边。在上述领导人的敦促下，捷共中央主席团于4月2日通过了一项特别声明：极力谴责“冰球事件”；宣布将立即采取更加强硬的管控措施；命令内政部查明和逮捕冰球庆祝活动的所谓组织者，并对“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系统起诉。[footnoteRef:49]与他的同事们相反，杜布切克起初仅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流氓的寻衅滋事，结果招致了苏联的强烈批评。[footnoteRef:50]在党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杜布切克面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正在经历8月以来最严重的日子……我向你们提出保持和平和纪律的迫切请求，也请求你们支持我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footnoteRef:51]无论杜布切克愿意与否，他的这一表态都开启了实施自1968年1月以来最为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新步调。 [49:  Kieran Williams: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ia Politics 1968-19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02.]  [50:  РГАНИ. Ф. 3. Оп. 68. Д. 1007. Л. 17.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513-517.]  [51: ［美］塔徳·舒尔茨: 《“布拉格之春”前后》，张振第、丛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684页。] 

尽管局势已得到明显好转，但苏联在评估杜布切克的电视讲话时仍将其视作对“右翼”的纵容，“完全回避了媒体煽动反苏联和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的责任问题。”[footnoteRef:52]胡萨克和斯特劳加尔也竭力向苏联证明，自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以来，捷共实际上已经失去领导能力，从而导致了一连串危机事件的发生。 [52: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52. Л. 24, 253.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517-522.] 

在苏联的支持下，胡萨克开始向杜布切克发起了最后攻势。4月11日，胡萨克在斯洛伐克发表了一篇针对捷共现任领导人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猛烈抨击了该党领导人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大开方便之门，强调“领导层的不一致、半心半意和不团结……显然将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评”。[footnoteRef:53]之后几天，他又连续会见了多名改革派的中央委员，努力说服他们重新站队。在即将召开的四月全会上，杜布切克将会惊讶地发现那里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胡萨克的支持者，其中甚至有曾经发起召开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委员们。[footnoteRef:54] [53:  Kenneth N. Skoug,Jr, Czechoslovakia's lost fight for freedom, 1967-1969: an American embassy perspective, Lond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1999, p.232. ]  [54: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黄英尚译：《杜布切克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65-266页。] 

在捷共中央四月全会召开的前几天，杜布切克终于承受不住来自党内保守派和渐趋保守的改革派的双重压力。4月17日，捷共中央四月全会如期召开，杜布切克在会上正式提出辞职。但他在提名切尔尼克接任未成后，被迫改为提名胡萨克继任。全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名，胡萨克最终成功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并重组了由保守派占主导地位的新的主席团。为了防止杜布切克的离任在民众间可能会引发骚乱，胡萨克并没有将其从主席团除名，还给予了他联邦议会主席的职务。但正如诺沃提尼被剥夺关键权力后的下场一样，杜布切克也很快就淡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甚至一度被捷共开除了党籍。
尽管胡萨克在接受第一书记的职位时承诺捷共将在他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走1968年1月后的政治路线，但他在四月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在谈及捷共今后的具体任务时，他表示：“第一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的政党和社会，巩固我们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们越早实现这一目标，就能越早为下一步的行动创造政治环境。”[footnoteRef:55]勃列日涅夫给胡萨克送去了十分热情的祝贺，表示希望“在捷共的领导下继续深化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为各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加强友谊与合作提供可靠的保证。”[footnoteRef:56] [55:  Г. Гусак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М, 1969, с.23-24. 收录自Сванидзе К.Н.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1-1971,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5, с.331.]  [56:  РГАНИ. Ф. 3. Оп. 72. Д. 254. Л. 5,7. 收录自Томилина Н.Г.,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1967-1969 гг.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0, с.539-540.] 

[bookmark: _Toc68251490]胡萨克也确如勃列日涅夫所希望的那样，在当选后的日子里一直致力于使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正常化”。《行动纲领》被他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捷克斯洛伐克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对媒体和政党的控制：在党政机关方面，加强对改革派的攻击，展开严厉地政治清洗；在经济管理方面，消除经济民主化措施，恢复诺沃提尼时代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生活方面，加强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监督。[footnoteRef:57] 在胡萨克的高压控制之下，民众对苏联的反抗示威短时间再也不能释放出应有的巨大能量，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走上了符合苏联预期的“正常化”道路。 [57:  郭翠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岁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余论
自斯大林时代起，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就始终秉承着“放松—收紧”的原则。当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亦步亦趋时，两国便相安无事，苏联多以经济援助来维护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旦捷克斯洛伐克稍稍出现离心倾向，苏联便动辄通过党际关系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直至动用武装力量进行直接干涉。
1968至1969年的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实际上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缩影，十分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一政策始终是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苏联处理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则更具相关性。面对1956年波兰、匈牙利的动乱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苏联的应对措施都极为相似。如此这般，是为了展示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成功和培养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心。[footnoteRef:58]前后不同之处在于，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时，由于及时迫使两国更换了亲苏的领导人，所以短期内就能够镇压两国民众的反抗；而当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时，因为未能立刻寻找到杜布切克的替代者，后者才得以继续领导捷克斯洛伐克近一年之久，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未能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如此快速地实现“正常化”。 [58:  R. Applebaum, ‘The Friendship Project: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Slavic Review, vol. 74, no. 3 (2015), p. 507.] 

总而言之，苏联在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谋求更改背离苏联政治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时，不惜以出兵干涉相威胁。在捷克斯洛伐克未能及时执行符合苏联预期的“正常化”措施时，苏联又逐渐由有限妥协转为强硬控制。这为其他东欧国家，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严重依附于苏联的传统政策，经济领域的有限改革尚可得到苏联的宽容，但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不论其程度如何，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之下都断不可行。



